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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 中的 “诸子”∗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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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古代哲学 “诸子” 思想史在很大程度上倚赖早期史书的记

述， 其中， 司马迁的 《史记》 至为重要， 它提供了一系列篇幅不一的战国

思想家传记。 然而， 在这些叙述中， 个人的生平、 思想和著述交织混杂， 方

式多样而不均衡， 并不构成了解中国早期思想与思想家的可靠导览。 《史

记》 对不同思想家的处理是有选择性的， 大量文本遗产未在其中获得充分呈

现， 但是， 它发展了几种独特的作者模式， 包括文本素材库的匿名汇编模

式， 以及因困厄不得志而发愤著书的个人经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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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 “诸子” 思想史在很大程度上倚赖早期史书 《史记》 与 《汉书》
的记述。 司马谈 （公元前 １１０ 年去世） 的 《论六家要旨》 并未注明特定的

文本或思想家，① 《汉书·艺文志》 则将这些信息有序措置。② 尽管如此，
在 《史记》 的列传部分的确包含了一些叙述， 将 《汉书·艺文志》 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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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子” 以作者的面貌呈现。 本文力图探究 《史记》 是如何再现这些作

者的。
方丽特 （ Ｇｒｉｅｔ Ｖａｎｋｅｅｒｂｅｒｇｈｅｎ） 的近作 《〈史记〉 中的文本与作者》

（Ｔｅｘｔｓ ａｎｄ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ｉｊｉ） 堪称此项探究的极佳起点。① 该文谈及出土文

献， 提醒我们 “就标题和内容而言， 《史记》 所呈现的文本与其他传世文献

的差异程度， 或许并不亚于它与考古所见写本的差异”。② 朴仙镜 （Ｅｓｔｈｅｒ
Ｋｌｅｉｎ） 则借助传世文献 （其中主要是 《史记》）， 揭示西汉时期 〔包括司马

迁 （约公元前 １４５—约公元前 ８５ 年） 笔下〕 的 《庄子》 极有可能迥异于现

今所见的传世本 《庄子》。 这尤其体现在 《史记》 未曾赋予 《内篇》 特殊地

位， 甚至连 《内篇》 都没有收录， 而 《内篇》 被后世誉为 《庄子》 的思想

核心， 并由此归作庄周 （生活于公元前 ４ 世纪晚期或公元前 ３ 世纪早期） 本

人的手笔。③ 上述二文均提示我们在读解 《史记》 中的 “诸子” 时， 不可假

定他们的同名传世文献与 《史记》 所据文献相差无几。
我们在审思早期 “诸子” 时， 也必须全然摒弃将早期 “诸子” 视作其

同名文献之个人作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ｓ） 的传统做法。 在某种程度上， 这要

求改弦更张， 反对 《史记》 中那种声称作者身份的常规方式。 尽管仍然偶

有诉诸这种传统观念的做法，④ 并被中国学界和当代西方中国哲学研究界广

泛笃信， 然而已有大量证据表明， 绝大多数 （即便不是全部） 的传世 “诸
子” 文献都是后世编纂而成的复合文本， 它们是各自展现了诸子， 而不是为

诸子所作。⑤ 依我目前研究所见， 绝大多数中国早期文献实为出自特定条件

限制 的 选 集 （ ｃｉｒｃｕｍｓｃｒｉｂｅｄ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ｉｅｓ ） 或 材 料 素 材 库 （ ｒｅｐｅｒｔｏｉｒｅｓ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并非 “写就” 而成， 而是经由 “逐步编定”， 形成现今所见的著

作。 此过程完全消解了 “独著” （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 的观念， 使之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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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ｙｎｃｒｅｔｉｓ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
参见陆威仪 （Ｍａｒｋ Ｅｄｗａｒｄ Ｌｅｗｉｓ） 对此问题的透彻剖析， Ｍａｒｋ Ｅｄｗａｒｄ Ｌｅｗｉｓ，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ａ， Ａｌｂａｎｙ：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 ｐｐ ５３ － ９８。



于编者与选家的角色。① 简言之， 我认为 《史记》 突出强调特定历史人物是

其文本之作者， 乃是一种时代误置的表现， 其原因需追溯至公元前 ２ 世纪后

期， 很可能受到司马迁本人经历的影响。②

一

依据方丽特的研究， 《史记》 各卷提及作者时并不均衡。 在 ６９ 卷的列传

中，③ 仅有 １１ 卷将文献归于特定作者名下。 我们还会注意到， 对先秦作者的提

及集中于某些特定的卷束： 卷 ６２ 《管晏列传》 至卷 ６５ 《孙子吴起列传》 记述了

１１ 位公元前 ７ 世纪至公元前 ３ 世纪的思想家，④ 包括管仲 （管子）、 老耳 （老
子）、 庄周、 申不害、 韩非、 孙武 （孙子）。 而自 《汉书·艺文志》 起， 传统将

他们归为法家、 道家或兵家。 卷 ６８ 《商君列传》 专述了法家典范商鞅。 卷 ７４
《孟子荀卿列传》 涵括了至少 １６ 位各类论辩文作者， 尤以孟轲 （孟子）、 邹衍、
荀况 （荀子）、 公孙龙、 墨翟 （墨子） 最为知名。 卷 ７６ 《平原君虞卿列传》 的

部分文字专述了政治家虞卿。 卷 ７７ 《魏公子列传》 介绍了另一位兵家魏无忌

（魏公子）。 此外， 卷 ８４ 《屈原贾生列传》 和卷 ８５ 《吕不韦列传》 分别呈现了屈

原和吕不韦的生平。 在诸如卷 １４ 《十二诸侯年表》 序言部分等处， 司马迁也有

些出人意料地谈及了这些作者， 但值得注意的是， 列传部分的首卷为卷 ６１ 《伯
夷列传》， 前文述及的第一组作者则出现在紧随其后的 ４ 卷中。 而除了屈原与吕

不韦之外， 所有作者的传记都集中于总计 ６９ 卷列传的大约前四分之一部分 （屈
原、 吕不韦与孔子都不应被视为 “诸子”）。 此外， 司马迁对这些作者传记的措置

并没有遵照思想内容的一致性， 至少不同于 《汉书·艺文志》 给出的思想线索。⑤

较诸 《汉书·艺文志》 和新近出土文献， 《史记》 远未详尽罗列作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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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方面， 胡明晓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ｕｎｔｅｒ） 对 《论语》 的分析令人信服， 参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ｕｎｔｅｒ，
Ｓａｙｉｎｇ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Ｄ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Ｐｈ Ｄ ｄｉｓｓ ，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２；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ｕｎｔｅｒ，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ｅｃｔｓ， Ｌｅｉｄｅｎ： Ｂｒｉｌｌ， ２０１７。 当然， 也有少数文献不符合这一模式，
《周易》 （也许还有 《老子》） 即为显著例证。
关于 《史记》 中的对作者身份的再现， 参见 ［美］ 柯马丁： 《〈史记〉 里的 “作者” 概

念》， 杨治宜、 付苏译， 李纪祥、 ［美］ 柯马丁主编： 《史记学与世界汉学论集续编》，
台湾唐山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 第 ２３ ～ ６１ 页。
不包括 《史记》 末卷 （卷 １３０） 《太史公自序》。
下文将不会标注这些先秦思想家的生卒年， 因为这些时间信息绝大多数或无从知晓、 或

聚讼纷纭。
李庭绵的文章亦提及这一现象 （Ｌｅｅ Ｔｉｎｇ⁃ｍｉｅｎ，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ｘｔｓ：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Ｐｏｗｅｒ，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该文宣读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５—６ 日在捷克布尔

诺的马萨里克大学 （Ｍａｓａｒｙｋ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召开的 “读解 ‘诸子’： 语境、 文本结构与诠释策略”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ｓｔｅｒｓ”：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学术会议上。



文本， 它提及的 “诸子” 仅是 《汉书·艺文志》 中列出的一小部分。 此种

对著书情况的有限描述甚至延及司马迁本人所处的时代： 《史记》 对西汉

“赋” 的记述不够连贯完整， 甚至未曾提及司马迁本身即为辞赋家， 即使

《汉书·艺文志》 将八篇 “赋” 归在其名下。① 这并非指 《史记》 只字不提

那些举世闻名的高产辞赋家，② 他们多为司马迁的同时代人， 寄身汉武帝

（公元前 １４１—公元前 ８７ 年在位） 的宫廷中，③ 在 《史记》 中， 这些人大多

在不同的语境下被提及， 其中一些人甚至重要到被单独立传， 却没有被当成

文本的作者。④ 我们不知如何解释此种 “遗漏”， 尤其是比照之下， 贾谊⑤

（约公元前 ２００—公元前 １６８ 年） 或司马相如⑥ （约公元前 １７９—公元前 １１７
年） 等其他历史人物在 《史记》 中的传记充斥着大量归于其名下的作品。
倘若 《史记》 对司马迁同时代人作者身份的记载都吝于笔墨， 那么它对更

早时期情况的记述同样简略， 便也不足为奇了。 我们只能说 《史记》 对作

者的收录极具选择性， 但无从了解这些拣选背后的原则。⑦

在继续探究 《史记》 对 “诸子” 的再现方式前， 需对此种再现的作者

做一简要说明： 纯为方便起见， 我们假设 《史记》 对 “诸子” 文本的各种

描述出自一人之手， 将这位想象中的作者称作 “司马迁”。 我其实非常怀疑

此种假设。 在 《史记》 中， 有太多的内容 （譬如司马相如的传记） 似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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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 卷 ３０ 《艺文志》，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 年版， 第 １７４９ 页 （“司马迁赋八篇” ———译注）。
这些辞赋家包括枚乘 （公元前 １４０ 年去世）、 庄助 （公元前 １２２ 年去世； 《汉书》 作 “严
助”）、 孔臧 （约公元前 ２０１—公元前 １２３ 年）、 吾丘寿王 （约公元前 １５６—公元前 １１０
年）、 主父偃 （公元前 １２６ 年去世）、 朱买臣 （活跃于公元前 １２７ 年）、 刘安 （公元前

１７９—公元前 １２２ 年）、 刘偃 （活跃于公元前 ２ 世纪中期）、 枚皋 （活跃于公元前 １３０—公

元前 １１０ 年）、 东方朔 （公元前 １５４—公元前 ９３ 年）、 董仲舒 （约公元前 １９５—公元前

１１５ 年） 和庄忌 （约公元前 １８８—公元前 １０５ 年； 《汉书》 作“严忌”）。
康达维 （Ｄａｖｉｄ Ｒ Ｋｎｅｃｈｔｇｅｓ） 精彩描述了汉武帝宫廷中的文学氛围与活跃其间的辞赋

家， 参见 Ｄａｖｉｄ Ｒ Ｋｎｅｃｈｔｇｅｓ， Ｔｈ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Ｗｕ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ｎ， ｉｎ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Ｐ Ｂｒａｎｄａｕｅｒ ａｎｄ Ｃｈｕｎ⁃ｃｈｉｅｈ Ｈｕａｎｇ， ｅｄｓ ，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Ｒｕｌ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ｔｔ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４， ｐｐ ５１ － ７６。
对此的完整论述， 参见 Ｍａｒｔｉｎ Ｋｅｒｎ， Ｔｈｅ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Ｓｉｍａ Ｘｉａｎｇｒｕ”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ｕ ｉｎ Ｓｉｍａ Ｑｉａｎｓ Ｓｈｉｊｉ，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 １２３ （２）， ２００３，
ｐｐ ３０３ － ３１６。
参见 《史记》 卷 ８４ 《屈原贾生列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２４９１ ～ ２５０４ 页。
参见 《史记》 卷 １１７ 《司马相如列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２９９９ ～ ３０７４ 页。
方丽特认为 “ 《史记》 对作者和文本的择选、 总体的措置与相关呈现所施用的具体修

辞很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见 Ｇｒｉｅｔ Ｖａｎｋｅｅｒｂｅｒｇｈｅｎ， Ｔｅｘｔｓ ａｎｄ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ｉｊｉ， ｉ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Ｎｙｌａｎ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ｏｅｗｅ， ｅｄｓ ，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ａｒｌｙ Ｅｍｐｉｒｅｓ： Ａ Ｒ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ｐ ４６５。 这种看法或许适用于某些个案， 但总体上却

未必如此。



世所植，① 而屈原、 老子等人的传记杂乱凑泊、 漏洞颇多， 不可能由那位在

别处以卓越文体学家面目示人的司马迁所作。② 但另一方面， 《史记》 对作

者的描述颇有共性， 尽管不一定反映了某种单一声音。 我们姑且把这一声音

称为 “司马迁”， 这会使下文言说起来便利很多。

二

正如上文 《庄子》 之例以及下文所要详述的内容显示， 这位记述 “诸
子” 文本的作者对这些文本的理解或探究方法似乎迥异于我们。 首先， 他更

多时候谈论的是单篇文章而非整部著作； 其次， 传世文献包含众多有标题的

篇章， 他却往往倾向于仅提及少数篇目。 此外， 我们可以注意到， 《史记》
中不同的两卷会对同一文本采取各异的处理方式， 这或许会削弱两卷出自同

一作者手笔的假设。③

司马迁在谈及文本 〔他多称之为 “书”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间或在涉及如 《吕氏

春秋》 不同部分时， 以具体文类称之〕 时， 偶有提及体量巨大的文集 （再三

申明 “十余万言”）， 但同时仅列出少数篇目， 它们在相对应的传世文献中所

占的篇幅， 至多相当于现代著作的一章 （《轻重》 实属例外， 它在传世本 《管
子》 中由数篇而非单篇文字构成）。 除了卷帙浩繁的 《吕氏春秋》、④ 系诸孔

子之名的 《春秋》 以及司马迁认为是同一标题总领诸种文本的少数情况

（见下文） 外，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司马迁认为战国时代作者所著之 “书” 是

“著作” （ｂｏｏｋｓ）； 我们也不清楚 “数万言”⑤ 或 “十余万言”⑥ 这类套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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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 Ｍａｒｔｉｎ Ｋｅｒｎ， Ｔｈｅ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Ｓｉｍａ Ｘｉａｎｇｒｕ”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ｕ ｉｎ Ｓｉｍａ Ｑｉａｎｓ
Ｓｈｉｊｉ，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 １２３ （２）， ２００３， ｐｐ ３０３ －３１６。 我在注解 ２
中列举了一系列质疑 《史记》 其他篇章真实性的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 （Ｉｂｉｄ ， ｐ ３０３， ｎ ２）。
关于对屈原传记的翻译和剖析， 参见 Ｄａｖｉｄ Ｈａｗｋｅｓ， Ｔｈｅ Ｓｏ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Ａ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Ｐｏｅｍｓ ｂｙ Ｑｕ Ｙｕａ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ｏｅｔｓ， Ｈａｒｍｏｎｄｓｗｏｒｔｈ： Ｐｅｎｇｕｉｎ， １９８５， ｐｐ ５１ －６６。
譬如对 《吕氏春秋》 与 《虞氏春秋》 的描述， 相关探究可参见金鹏程 （Ｐａｕｌ Ｒ Ｇｏｌｄｉｎ）
对王志民 （Ｊｏｈｎ Ｋｎｏｂｌｏｃｋ） 与王安国 （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Ｒｉｅｇｅｌ） 《吕氏春秋》 译本的书评中的注

释， Ｐａｕｌ Ｒ Ｇｏｌｄｉｎ， Ｂｏｏｋ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Ｅａｒｌｙ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Ｖｏｌ ７ （１）， ２００１， ｐ １１５， ｎ １１。
《史记》 卷 ８５ 《吕不韦列传》 称 《吕氏春秋》 由 “八览、 六论、 十二纪”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２５１０ 页） 集成， 这与传世本的结构相同， 但顺序有别 （传世本 《吕氏春

秋》 的顺序为十二纪、 八览、 六论———译注）。
《史记》 卷 ７４ 《孟子荀卿列传》 曰： “序列著数万言而卒。”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２３４８ 页） ———译注

参见 《史记》 卷 ６３ 《老子韩非列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２１４３、 ２１４７ 页）、 卷 ７４
《孟子荀卿列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２３４４ 页）， 而 《史记》 卷 ８５ 《吕不韦列传》
作 “二十余万言”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２５１０ 页） ———译注



真正意涵： 《史记》 称庄子 “著书十余万言”， 但传世本 《庄子》 的篇幅不

到其三分之二。 这种庞大体量或许源于许多早期文本存在诸多平行版本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致使奉诏校书的刘向 （公元前 ７９—公元前 ８ 年） 在整理

《荀子》 《管子》 等文本时， 删除了大约 ９０％ （！） 的被他作为 “副本”
（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ｅｓ） 的材料。① 这些材料并非近乎相同的真正副本， 因为此类缮写

本 （ｃｏｐｉｅｓ） 仅是多份物质文件而已。 它们若要作为独立写本而藏于秘府，
就很可能需要彼此差异显著、 相互独立， 譬如围绕荀子或管子大体形成了相

关的文本素材库， 其中， 相同的思想会有不同的表达， 或以不同的文本措置

来呈现。 如是， 司马迁归诸庄子的 “十余万言” 或许并非由全然有别的文

本构成， 而是可能包含了被认定属于同一文集的诸多材料， 部分重叠， 从中

或可见其彼此之间的一致性。
与此同时， 这些材料的重要性未被等量齐观。 对于归诸庄子的文章， 司

马迁仅仅提及 ４ 个或 ５ 个篇目 （具体数量取决于文本解析），② 皆非出自备

受推崇的 《内篇》。 对于另一份 “十余万言” 的文本 《韩非子》， 司马迁列

举了其中的 ６ 个篇目， 包括占据传世本 《韩非子》 ６ 卷篇幅的 《内外储》。
有别于 《史记》 中的其他先秦 “诸子” 传记， 韩非列传的绝大部分内容是

整篇 《说难》 的录文。③ 对于 《管子》， 司马迁列出了其中的 ５ 个篇目，④

包括 《轻重》， 它类似于韩非子的 《内外储》， 可能由多篇文章构成 （同样，
这反映在传世本的篇章划分上）。 对于邹衍的 “十余万言” 文本， 司马迁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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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关于刘向校雠 《管子》 的情况， 参见 Ｐｉｅｔ ｖａｎ ｄｅｒ Ｌｏ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Ｋｕａｎ⁃ｔｚｕ，
Ｔｏｕｎｇ Ｐａｏ， Ｖｏｌ ４１ （４ － ５）， １９５２， ｐｐ ３６０ － ３６２。 关于刘向校雠 《荀子》 的情况， 参见

Ｊｏｈｎ Ｋｎｏｂｌｏｃｋ， Ｘｕｎｚｉ： Ａ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Ｗｏｒｋｓ， Ｖｏｌ １，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８， ｐｐ １０６ － １０７。
参见 《史记》 卷 ６３ 《老子韩非列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２１４３ ～ ２１４４ 页 （“作
《渔父》、 《盗跖》、 《胠箧》， 以诋訾孔子之徒， 以明老子之术。 《畏累虚》、 《亢桑子》
之属， 皆空语无事实。” 关键在于 “畏累虚” 是否为篇名———译注）。 另可参见 Ｅｓｔｈｅｒ
Ｋｌｅｉｎ， Ｗｅｒｅ Ｔｈｅｒｅ “ Ｉｎｎｅｒ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ｒ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Ａ Ｎｅｗ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Ｚｈｕａｎｇｚｉ， Ｔｏｕｎｇ Ｐａｏ， Ｖｏｌ ９６ （４ － ５）， ２０１０， ｐｐ ３１８ － ３１９， ｎ ５３； 另见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 Ｎｉｅｎｈａｕｓｅｒ， Ｊｒ ， Ｔｈｅ Ｇｒａｎｄ Ｓｃｒｉｂｅｓ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Ｖｏｌ ７： Ｔｈｅ Ｍｅｍｏｉｒｓ ｏｆ Ｐｒｅ⁃Ｈ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４， ｐ ２４， ｎ ２５。
参见 《史记》 卷 ６３ 《老子韩非列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２１４６ ～ ２１５５ 页。 我所谓

的 “６ 个篇目” （《孤愤》 《五蠹》 《内外储》 《说林》 《说难》 ———译注） 是将 《内外

储》 视作 《内储》 和 《外储》 两篇， 对应传世本 《韩非子》 第 ３０ ～ ３５ 篇 （第 ９ ～ １４
卷———译注）。
参见 《史记》 卷 ６２ 《管晏列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２１３６ 页 （《牧民》 《山高》
《乘马》 《轻重》 《九府》 ———译注）。



提及了 ２ 个篇目。① 或许， 尽管司马迁意识到了有一个庞大得多的文献总集

存在， 但他可能也只知晓其中一小部分内容。 又或者， 他是有意选择聚焦某

些篇章， 对其余篇章缄默不语， 这颇似众多读者对 《荀子》 的态度： 认定

《性恶》 完全代表了 《荀子》， 以致 “后世读者……似乎不那么精细地去品

阅”② 除此以外的其余篇章了。

三

《史记》 虽对 “诸子” 文本的记述颇为有限， 却以几种不同方式再

现了这些文本的形成过程。 有些 “诸子” 传主被主要描述为作者， 他们

的传记几乎未包含其他实质性信息。 《史记》 卷 ７４ 《孟子荀卿列传》 即

为典例，③ 它以 “太史公曰” 开篇，④ 随即将作者问题作为该卷的核心

主题：
太史公曰： 余读孟子书， 至梁惠王问 “何以利吾国”， 未尝不废书

而叹也。⑤

这恰好涉及传世本 《孟子》 开篇的第一句话，⑥ 司马迁的表述暗示， 他之所

见并不是一部以这种方式开篇的独立著作， 否则他也不会用 “至” 来引导

梁惠王的问句。 其后， “太史公曰” 继之以下文：
嗟乎， 利诚乱之始也！ 夫子罕言利 （引按： 出自 《论语·子罕》）

者， 常防其原也。 故曰 “放于利而行， 多怨” （引按： 出自 《论语·里

仁》）。 自天子至于庶人， 好利之弊何以异哉！⑦

在此， 司马迁以批判 “好利” 为 “太史公曰” 评断的主题， 仿佛这就是整

篇列传的核心。 除此以外， 他还融入了与孔子相系的其他两句引文 （分别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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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 《史记》 卷 ７４ 《孟子荀卿列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２３４４ 页 （《终始》 《大
圣》 ———译注）。
Ｐａｕｌ Ｒ Ｇｏｌｄｉｎ，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ｐ ７２
倪豪士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 Ｎｉｅｎｈａｕｓｅｒ） 对该卷作了精彩的翻译， 参见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 Ｎｉｅｎｈａｕｓｅｒ，
Ｔｈｅ Ｇｒａｎｄ Ｓｃｒｉｂｅｓ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Ｖｏｌ ７： Ｔｈｅ Ｍｅｍｏｉｒｓ ｏｆ Ｐｒｅ⁃Ｈ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４， ｐｐ １７９ － １８７。 我援引了其中的一些译文。
我相信 “太史公曰” 只能被理解为过去的行为， 因为 “太史公” 乃是回溯性敬语， 或被

司马迁用于称谓其父司马谈， 或被后世读解者、 编纂者用以指称司马迁 （他最初可能使

用了 “迁曰” 之类的谦称）。 数世纪以来， “太史公曰” 背后的作者身份问题聚讼不已，
但迄今未有定论。
《史记》 卷 ７４ 《孟子荀卿列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２３４３ 页。
《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见梁惠王。 王曰： ‘叟！ 不远千里而来， 亦将有以利吾国

乎？’” 见杨伯峻译注： 《孟子译注》，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０ 年版， 第 １ 页。 ———译注

《史记》 卷 ７４ 《孟子荀卿列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２３４３ 页。



于 《论语·子罕》 与 《论语·里仁》）， 将孟子的文本直接嵌入孔子的思想

和文本传统中。 司马迁援引孔子之言， 却未提供明确出处， 似乎假定了其读

者熟稔该传统。
紧随这番开篇导言的是一份关于孟子的简要传记， 完全旨在提供孟子文

本得以产生的背景， 但对孟子的生平几乎只字不提。 相反， 它将孟子置于公

元前 ４ 世纪的政治思想语境中， 将孟子著书标示为他对自己未获认可或器用

的最终回应：
孟轲， 驺人也。 受业子思之门人。 道既通， 游事齐宣王， 宣王不

能用。 适梁， 梁惠王不果所言， 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 当是之

时， 秦用商君， 富国强兵； 楚、 魏用吴起， 战胜弱敌； 齐威王、 宣王

用孙子、 田忌之徒， 而诸侯东面朝齐。 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 以攻伐

为贤， 而孟轲乃述唐、 虞、 三代之德， 是以所如者不合。 退而与万章

之徒序 《诗》 《书》， 述仲尼之意， 作 《孟子》 七篇。 其后有驺子

之属。①

因此， 在孟子的故事中， 他的远大抱负折戟沉沙， 政治活动一无所获， 加

之饱经世界动荡不安， 这些使他最终只能潜心著述。 孟子本人在生活中无

法实现的抱负， 如今寄托于 《孟子》 的文本。 《孟子》 以上古思想为蓝本，
正如孟子的传记以孔子的先例为蓝本一样。 依据 《史记·孔子世家》， 孔

子在其贤明之谏被拒后方才转向著述： “鲁终不能用孔子， 孔子亦不

求仕。”②

荀子的传记同样简明扼要。 荀子， 赵人， 当他抵达齐国之际， 邹衍、 邹

奭和淳于髡的学说正兴。 因大夫之缺， 荀子三次被齐国任命为祭酒， 但后遭

谗言， 他不得已奔赴楚国， 被春申君任命为兰陵令。 春申君死后， 荀子再次

被废。 他对浊世之政与周遭的无耻学者深感震惊， 批判各种思想流派， “序
列著数万言而卒。 因葬兰陵”。③

值得注意的是， 《史记》 卷 ７４ 《孟子荀卿列传》 虽然明言荀子著书

“数万言”， 并在标题中提及荀子， 却未透露任何与荀子思想立场有关的信

息。 荀子对各种思想流派的批判可能间接牵涉传世本 《荀子》 第 ６ 篇 《非
十二子》， 依王志民 （ Ｊｏｈｎ Ｋｎｏｂｌｏｃｋ） 之见， 该篇 “对荀子声誉的损害最

大”，④ 远甚于 《荀子》 其余篇章。 它抨击了墨子、 慎到、 田骈这三位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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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 卷 ７４ 《孟子荀卿列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２３４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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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８， ｐ ２１２



《史记》 同卷被提及的人物， 并将矛头指向子思和孟子； 它还进而批判了

“五行” （五种德行模式） 之说。①

与此同时， 在 《史记》 卷 ７４ 中， 邹衍的传记篇幅最长， 上承孟子， 下

接淳于髡、 慎到、 荀子、 墨子和其他一系列被顺道提及者， 包括环渊、 接

子、 田骈、 邹奭、 公孙龙、 剧子、 李悝、 尸子、 长卢和吁子。 就思想立场而

言， 这些不同的思想家无法都被归置于这样一个凸显孟子与荀子的标题下，
况且孟、 荀二人本身也无法相互勾连。 那么， 《史记》 卷 ７４ 为何会取这样的

标题呢？
依据传记， 孟、 荀二人只有两点共性使之有别于该卷提及的其他所

有人。 第一， 他们人生失意。 孟子从未被器用， 荀子首次出仕便遭谗言

构陷， 再次出仕又被废。 而对于其他人， 司马迁或对其职业不置一词，
或凸显其在当时的诸侯国中功勋卓著———如邹衍与淳于髡的例子所示。
第二， 孟、 荀二人都受困于当时的政治环境， 这解释了他们的人生何以

失意。
事实上， 《史记》 在邹衍传记末尾， 透露了司马迁的个人判断：

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 岂与仲尼菜色陈蔡， 孟轲困于齐梁同

乎哉！②

由此， 司马迁引出了一系列刚正不阿之人 （再次包括了孔子与孟子）， 他们

不愿折节以媚上， 而在邹衍门下：
如淳于髡、 慎到、 环渊、 接子、 田骈、 驺奭之徒， 各著书言治乱之

事， 以干世主， 岂可胜道哉！③

因此， 《史记》 卷 ７４ 远非简单描述诸位思想家及其传统。 除了邹衍之外， 它

对 “诸子” 的实际生平或思想立场着墨甚少， 对许多思想家只是提及名字

而已， 因为 “世多有其书， 故不论其传云”，④ 无须详述。 墨翟的简略传记

略显尴尬地被司马迁附于该卷末尾， 只是些道听途说之言：
盖墨翟， 宋之大夫， 善守御， 为节用。 或曰并孔子时， 或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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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朴已经指出此处的 “五行” 并非与邹衍相系的五行 （ ｆｉｖｅ ｐｈａｓｅｓ） 理论， 而是今见

于马王堆出土的帛书 《五行》 篇中的那种传统， 参见庞朴： 《竹帛 〈五行〉 篇校注及

研究》， 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年版， 第 １３６ 页。 更进一步的研究， 参见黄冠

云的论文， Ｋｕａｎ⁃ｙｕｎ Ｈｕａｎｇ， Ｘｕｎｚｉｓ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ｏｆ Ｚｉｓｉ—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ａ，
Ｖｏｌ ３７ （１）， ２０１４， ｐｐ ２９１ － ３２５。 金鹏程教授告知了笔者这些参考文献， 在此谨致

谢忱。
《史记》 卷 ７４ 《孟子荀卿列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２３４５ 页。
《史记》 卷 ７４ 《孟子荀卿列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２３４６ 页。
《史记》 卷 ７４ 《孟子荀卿列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２３４９ 页。



其后。①

司马迁似乎对墨翟其人其作几乎一无所知， 但仍将之囊括在 《史记》 卷 ７４
内， 这说明该卷旨在总括过去的著名思想家， 不过对他们的实际生平或思想

立场没有特别的兴趣。 尽管孟、 荀二人是该卷名义上的主人公， 但对其生平

思想， 我们从卷中实际上几无所知。 司马迁反倒将笔墨用于对不同哲学传统

的代表人物的分类上， 大致分为三类： 一大类是为了荣华富贵而趋炎附势

（“以干世主”） 之徒； 另一大类是他不予置言或者认为无须多言之辈； 还有

少数人， 即如孔子、 孟子、 荀子， 他们哀叹浊世之政礼崩乐坏， 作文针砭，
并愿意为此受难。 《史记》 卷 ７４ 似乎只为最后一类人所作， 其他人纯属陪衬

或者无足轻重。 回想一下开篇的 “太史公曰” 那段文字， 其核心聚焦 “好
利”： 这不仅是 《孟子》 的主题， 而且成为衡量所有战国时代思想家、 著书

者和说客道德操守的标尺， 使司马迁得以将孟、 荀二人置于该卷众人之上。
正如下文所示， 对 “好利” 的抵抗和批判这一主题并非 《史记》 卷 ７４ 独

有， 而是司马迁的作者概念的核心， 它由此也极大影响了后世无数中国知识

分子自我形象的认同与塑造。
《史记》 中还有一些 “子”， 其特点主要体现在思想和文本创作方面，

庄子堪称典型，② 他出现在另一思想家与作者的列传——— 《史记》 卷 ６３
《老子韩非列传》 中。 庄子的简略传记仅在开篇列出他的籍贯、 姓名、 生活

时代， 之后完全聚焦其思其作， 他 “以诋訾孔子之徒， 以明老子之术”， 所

作 “皆空语无事实”。 最终， 不获器用这一主题先被提及 （“王公大人不能

器之”）， 但转而在关于庄子的一则简短轶闻中被颠覆： 庄子笑谓其志在

“终身不仕”。 此则轶闻也以高度浓缩的形式出现在传世本 《庄子·列御寇》
篇中，③ 这使得庄子传记与司马迁所称 “皆空语无事实” 之 《庄子》 文本间

的界限变得模糊了。
《史记》 卷 ６３ 中的其余传记详略迥异， 最长的是韩非的传记， 除了孔子

的传记， 它是 《史记》 中对先秦 “诸子” 生平与思想最具实质意义的记述。
与孟子和荀子一样， 韩非也被描述为对当时的腐朽政治失望沮丧， 故作 “十
余万言” 应世。 但有别于孟、 荀二人的传记， 司马迁提及了韩非所作的 ６ 篇

文章的篇目。 这些篇目不同于庄子传记所引篇目， 并非传世本 《韩非子》
中的无足轻重者， 而是即便今日也仍被奉为其正典的代表之作， 包括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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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 卷 ７４ 《孟子荀卿列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２３５０ 页。
参见 《史记》 卷 ６３ 《老子韩非列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２１４３ ～ ２１４４ 页。
参见郭庆藩撰， 王孝鱼点校： 《庄子集释》，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１ 年版， 第 １０６２ 页 （“或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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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为孤犊， 其可得乎！’” ———译注）。



蠹》 《孤愤》 《说林》 《说难》。 司马迁虽将老子与韩非二人的传记并置， 却

未提及韩非的 《解老》 与 《喻老》 这两篇论说文，① 也未提示二人之间的任

何其他特殊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 就故事结局而言， 韩非与孟、 荀二人相

似， 只是更为凄惨。 韩非至秦廷， 遭到包括李斯在内的一干人等的构陷， 被

迫自杀。 但这些故事也存在一个重要区别———韩非写作并非源自个人苦痛或

挫折沮丧， 韩非 “为人口吃， 不能道说， 而善著书”， 因此 “见韩之削弱，
数以书谏韩王”。② 尽管韩王 “不能用”， 但韩非后来被召入秦廷 （虽然最终

遭受猜疑）， 以其 《孤愤》 《五蠹》 深得秦王赏识。 换而言之， 在最后遭遇

不测之前， 韩非业已赢得尊崇。
思想家申不害则仕途亨通， 他的小传与老子、 庄子、 韩非三人的传记被

一道收录于 《史记》 卷 ６３ （但 《史记》 未记载其死亡信息）。 公元前 ４ 世

纪中叶， 申不害被韩昭侯任用为相， 为韩国带来了繁荣和安宁。 据司马迁所

述， 申不害的学说 “本于黄老”， 他 “著书二篇， 号曰 《申子》”。③

《史记》 卷 ６３ 以老子的传记开篇，④ 老子的传记是 “一堆令人费解的零

碎之物”，⑤ 借用韦利 （Ａｒｔｈｕｒ Ｗａｌｅｙ） 之言， “根本谈不上任何材料”。⑥ 它

与其说是传记， 不如说是传奇故事， 它在叙述一则老子与孔子会面的轶事之

前， 简要列出老子的姓名、 籍贯和 “周守藏室之史” 的官方职位， 这一叙

述是早期文献中老子传说的核心内容。⑦ 紧随其后的是老子 “修道德” 的文

字， 这是对老子思想的主要描述。 他眼见周朝衰落， 遂西去； 在边关， 关令

尹喜请求老子著书， 于是老子当场著书五千余字， 分上下篇， 言说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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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分别对应传世本 《韩非子》 第 ２０、 ２１ 篇， 它们由谁所作， 尚无定论。 相关研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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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 卷 ６３ 《老子韩非列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２１４６、 ２１４７ 页。
《史记》 卷 ６３ 《老子韩非列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２１４６ 页。
参见 《史记》 卷 ６３ 《老子韩非列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２１３９ ～ ２１４３ 页。
Ａ Ｃ Ｇｒａｈａｍ，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ｇｅｎｄ ｏｆ Ｌａｏ Ｔａｎ 老聃， ｉ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ｓ， １９８６， ｐ １１１
Ａｒｔｈｕｒ Ｗａｌｅｙ， Ｔｈｅ Ｗａ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ｏｗｅｒ，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ｌｌａｎ ａｎｄ Ｕｎｗｉｎ， Ｌｔｄ ， １９３４， ｐ １０８ 转引自

Ａ Ｃ Ｇｒａｈａｍ，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ｇｅｎｄ ｏｆ Ｌａｏ Ｔａｎ 老聃， ｉ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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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分析参见 Ａ Ｃ Ｇｒａｈａｍ，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ｇｅｎｄ ｏｆ Ｌａｏ Ｔａｎ 老聃， ｉ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ｓ，
１９８６， ｐｐ １１１ － １２４。



“德” 之意， 然后离去， “莫知其所终”。①

司马迁有关老子传记的第一个版本到此就结束了， 这也是对老子著

书情况的唯一记载。② 那么老子为何著书？ 我们为何会有他的这部书？ 该

书是如何传回边关以东的？ 是因为一个边关官员突发奇想， 成功说服老

子著书， 然后感到有责任传布这份文本吗？ 有别于几乎其他所有情况，
司马迁并未合理解释老子的作者身份： 就是单纯一份无题文本在那里，
老子的传记看起来是完全围绕着文本的存在而展开的。 正如郭店、 马王

堆的出土文献和新近刊布的出处未明的北大简所充分证明， 这一文本在

司马迁的时代就已十分有名， 人们当时就在寻求其作者。 为老子立传者

所知的文本最有可能与现存文本形式类似。③ 这份传记由轶事和传闻凑泊

而成， 构思毫无章法， 一再引起司马迁本人的质疑， 它为 《老子》 这份

来源不明的重要文本提供了一位作者， 或者更确切地说， 它提供的是一

段有关作者的明显虚构的传奇， 却竟然在两千多年的中国思想史上占据

《老子》 文本及其作者相关叙述的主导地位。 在 《史记》 中， 所有其他

文本及其作者都被置于其所属时代的政治框架内， 《老子》 及其声称的

“作者” 则不然， 但老子被叙述为启发了 《韩非子》、 《庄子》 和 《申

子》 的先声所在。④

四

在上文探究的 《史记》 卷 ６３ 与卷 ７４ 的所有事例中， 传主的最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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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３ 世纪与公元前 ２ 世纪文献中的 《老子》 引文 （大多存于 《韩非子·解老》 《韩非

子·喻老》 《淮南子·道应训》） 与传世本高度一致。 参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ｕｎｔｅｒ，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ｅｃｔｓ， Ｌｅｉｄｅｎ： Ｂｒｉｌｌ， ２０１７， ｐｐ ９２ － ９４。
正如 “太史公曰” 评论指出的那样， 参见 《史记》 卷 ６３ 《老子韩非列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２１５６ 页 （“太史公曰： 老子所贵道， 虚无， 因应变化于无为， 故著书辞称

微妙难识。 庄子散道德， 放论， 要亦归之自然。 申子卑卑， 施之于名实。 韩子引绳墨，
切事情， 明是非， 其极惨礉少恩。 皆原于道德之意， 而老子深远矣。” ———译注）。



是表达了思想， 并由此著书。 这些特征似乎是传主首先被立传 （或被简要提

及） 的唯一原因， 但这并不适用于所有在 《史记》 中被提及的作者。 司马

迁还将一些成功的兵家视为作者， 主要基于其功绩而非著书， 他们的著书仅

被当作事后之思。 这些兵家包括了 《史记》 卷 ６４ 中的司马穰苴， 卷 ６５ 中的

孙武 （孙子）、 孙膑和吴起， 以及卷 ７７ 中的魏公子。 司马穰苴的作者身份仅

在其传记最后两句话中被提及：
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 《司马兵法》 而附穰苴于其中， 因号曰

《司马穰苴兵法》。①

然而， 司马迁在紧随其后的 “太史公曰” 评论中， 对穰苴参与创作早期

《兵法》 一事深表怀疑， 声称该作 “闳廓深远， 虽三代征伐， 未能竟其

义”，② 而穰苴身为区区小国的军事将领， 不可能创作这个 《兵法》。 司马迁

在提及穰苴得到齐威王认可后， 便淡化了穰苴的思想家地位， 似乎在说书名

有误， 需要纠正。
颇值一提的是， 前文所述的著书动机 （政治挫折和个人郁结） 在此均

未发挥作用。 孙武的情况亦然， 其传记颇为奇怪地聚焦一则轶事。 孙武因

其 《兵法》 而被吴王召见， 吴王声称 “子之十三篇， 吾尽观之矣”，③ 要

求孙武用宫女来展示其勒兵之技。 孙武应允， 但最后违背吴王意愿， 处决

了两位无视军纪的吴王宠妃。 孙武随后得出结论： “王徒好其言， 不能用

其实。”④ 此言不同寻常———无论作为读者的吴王是否业已 “尽观” （这里

显然是反讽转折） 整部作品， 文本唯被付诸践履 （“用其实”）， 方非虚词

空语。
孙膑的传记意蕴更加丰富， 颇为详细地介绍了其运筹帷幄的能力。⑤

与司马穰苴一样， 也仅仅是在传记的末句， 孙膑才被确认为另一部世间

流传的 《兵法》 的作者 （“世传其兵法”）。 就篇幅而言， 吴起传记相当

于孙武和孙膑二人传记的总和，⑥ 但该篇传记甚至未提及任何著作。 唯有

在 “太史公曰” 的评论中， 司马迁才聚焦到三位兵家之为作者的这一

面向：
世俗所称师旅， 皆道 《孙子》 十三篇， 吴起 《兵法》， 世多有，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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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 卷 ６４ 《司马穰苴列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２１６０ 页。 《司马兵法》 标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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穰苴， 故而笔者认为其中的 “司马” 仍为官名而非穰苴的姓氏。
《史记》 卷 ６４ 《司马穰苴列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２１６０ 页。
《史记》 卷 ６５ 《孙子吴起列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２１６１ 页。
《史记》 卷 ６５ 《孙子吴起列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２１６２ 页。
参见 《史记》 卷 ６５ 《孙子吴起列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２１６２ ～ ２１６５ 页。
参见 《史记》 卷 ６５ 《孙子吴起列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２１６５ ～ ２１６８ 页。



弗论， 论其行事所施设者。 语曰： “能行之者未必能言， 能言之者未必

能行。” 孙子筹策庞涓明矣， 然不能早救患于被刑。 吴起说武侯以形势

不如德， 然行之于楚， 以刻暴少恩亡其躯。 悲夫！①

最后一篇描述军事专著作者的是 《史记》 卷 ７７ 《魏公子列传》 中的魏无忌

（魏公子） 传记，② 内容丰富， 堪比 《史记》 卷 ６３ 《老子韩非列传》 （不包

括其中的 《说难》 文本）、 卷 ６５ 《孙子吴起列传》 或卷 ７４ 《孟子荀卿列传》
中的任一传记。 以下为司马迁对魏无忌作者身份的全部论述：

当是时， 公子③威振天下， 诸侯之客进兵法， 公子皆名之， 故世俗

称 《魏公子兵法》。④

司马迁似乎认定军事专著写作是这些兵家成就的偶然副产品 （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
ｂｙｐｒｏｄｕｃｔ）。 他从未主张这些兵家的作品或知识先于或者高于军事计划或

行动， 也不曾将任何兵家视为著书之人。 在孙武传记中， 司马迁甚至似乎

在嘲笑好读书却又无法付诸行动的国君 （至少这是司马迁借孙武之口所

言）。 哲学家们因浊世之政与礼崩乐坏而著书， 与之相反， 军事文本颇与

个人因素无关。 司马迁屡次指出军事文本广为流传， 在司马穰苴和魏无忌

的传记中， 他两处均谈及全部文本素材库的汇编新修。 此中， 文本材料都

被标记为 “兵法”， 但往往不清楚是否指实际标题。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
所有军事谋略著述总称 “兵法”， 它们易于合并、 重编并赋予新题， 从而

抹除所有前人的作者权。 这也说明了这些文本不论长短详略， 皆广泛

可得。

五

最后， 留给我们探究的还有 《史记》 所论的历史和哲学传统中的其他

６ 位先秦作者， 他们皆大名鼎鼎： 吕不韦、 商鞅、 虞卿、 管仲 （管子）、
晏婴 （晏子） 和孔子。 《史记》 卷 ６２ 《管晏列传》 是管子和晏子的合传，
二人成就非凡， 但其传记只字未提著书一事。 “太史公曰” 的评论声称

《管子》 和 《晏子春秋》 “详哉其言之也”， 指出 “既见其著书， 欲观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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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故次其传”。① 商鞅的传记同样未曾提及其著书， 而 “太史公曰” 的

评论指出：
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 与其人行事相类。 卒受恶名于秦， 有以

也夫！②

秦相吕不韦仕途成功， 但死于非命， 其传记描述了 《吕氏春秋》 的编撰

情况：
是时诸侯多辩士， 如荀卿之徒， 著书布天下。 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

著所闻， 集论以为八览、 六论、 十二纪， 二十余万言。 以为备天地万物

古今之事， 号曰 《吕氏春秋》。 布咸阳市门， 悬千金其上， 延诸侯游士

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③

另一位成就斐然的政治谋略家虞卿的传记篇幅颇长， 司马迁在其传记末尾提

供了下述信息：
魏齐已死， 不得意， 乃著书， 上采 《春秋》， 下观近世， 曰 《节

义》、 《称号》、 《揣摩》、 《政谋》， 凡八篇。 以刺讥国家得失， 世传之

曰 《虞氏春秋》。④

“太史公曰” 的评论补充道：
然虞卿非穷愁， 亦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云。⑤

六

所有这些文段或许都很简短， 却蕴含了有关不同著书实践和司马迁自身

解读的各种丰富信息。 首先， 司马迁把一些历史人物主要描绘成思想家和演

说家， 他们的著述是自身政治实践的自然延伸。 在孟子、 荀子、 韩非或者虞

卿的传记中， 作者被描绘成在饱受政治挫折或个人郁结 （或兼历二者） 之

苦后， 方才发愤著书， 这就将作者所著之书与其生命直接相系， 可能会赋予

这些作品显著的个人化甚至情绪化声音。 其他情况 （主要是军事著述） 则

截然相反， 谋略的实际运用被认为远比阐述它的文辞重要。 最后， 司马迁多

次试图融合写作和实践， 他为管子、 晏子和商鞅立传的兴趣受到他们所著之

书的激发， 期冀将其著述与实际作为相比。 就上述三人和兵家孙武、 孙膑和

吴起而言， 著书之事皆不见于他们的传记， 仅在 “太史公曰” 的评论中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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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 卷 ６２ 《管晏列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２１３６ 页。
《史记》 卷 ６８ 《商君列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２２３７ 页。
《史记》 卷 ８５ 《吕不韦列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２５１０ 页。
《史记》 卷 ７６ 《平原君虞卿列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２３７５ 页。
《史记》 卷 ７６ 《平原君虞卿列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２３７６ 页。



提及。 这些评论并不聚焦作者如何受到个人情感的驱使 （若然， 则此事原本

应见于他们的传记中）。 相反， 重点倒在于司马迁本人， 因为他将自己描述

为这些作者的读者———他一再喟叹纵如卓越谋略家， 面对不义与极刑， 也依

然无法自救。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审视这些不同的著述记载， 也就是去考虑这些

文本的创作模式。 在 《史记》 的描述中， 仅有极少数文本是边际分明的：
《吕氏春秋》 （八览、 六论、 十二纪）、 《虞氏春秋》 （８ 篇）、 《老子》 （分上

下篇， 共计五千余言）、 《孟子》 （７ 篇）、 《孙子》 （１３ 篇）、 《申子》 （２ 篇）
和 《老莱子》 （１５ 篇）。 还有一些文本据说体量巨大 （“十余万言”）， 但就

《管子》 《庄子》 《韩非子》 等文本而言， 实则仅有少数篇目被提及， 并且我

们完全不知道司马迁还可能掌握了传世文献的其他哪些部分。 事实上， 即便

是 《史记》 提及的篇目， 我们也不清楚它们与传世文献的关系， 尤其是在

司马迁未曾援引这些篇章的实际文辞 （唯一的例外是 《韩非子·说难》） 或

以其他方式予以说明的情况下。 正如李克 （Ｗ Ａｌｌｙｎ Ｒｉｃｋｅｔｔ） 在研究 《管
子·轻重》 时所言， “司马迁指的是否就是这些篇章， 尚无定论。 关于它们

的创作年代， 聚讼纷纭。 大多数学者认为它们写于汉代”。① 因此， 这些篇

章或为后世编定， 而司马迁的记述本身影响了这些篇章在传世文献中的题名

和措置。
最后， 还有一种特殊的著书模式， 似乎根本与个人创作无关， 而是对既

有材料的编纂与重修， 编纂者仅做少量添补。 这种文本生成模式似乎适用于

绝大多数军事文本， 但亦见于 《吕氏春秋》。 就此而言， 《虞氏春秋》 堪称

一有趣的混杂体 （ｈｙｂｒｉｄ）： 此书因个人失意郁结而作， 但也由早期资料汇

编而成———至少部分如此。
大量佚名文本在被编纂成新作时， 篇幅通常会变小， 然后被赋予新题和

名义上的作者， 这在中国早期历史上屡见不鲜， 其例证于 《史记》 中亦比

比皆是。 据称孔子本人从 《诗经》 “三千余篇” 中选出 ３０５ 篇， “去其重，
取可施于礼义”。② 换而言之， 编纂乃删减、 节选， 关涉 “去重” 的行为。
正如刘向从他的 《荀子》 和 《管子》 材料中汰除了大约 ９０％ 的文本一样，
“重” （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ｅｓ） 不太可能指大致重合的平行文本。 相反， 我们应该假设

这是一个特定文本的不同版本， 或对来自同一素材库的材料的不同具现。 此

种著书模式牵涉编纂者而非作者， 说明了两种相关联的现象。 第一， 同一文

本存在平行但又不同的版本 （譬如伍子胥传奇， 又如 《诗经·蟋蟀》，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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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清华简中发现了一个新版本， 与传世文献的相似度达到 ５０％ ）。① 第

二， 对源自更为庞大的故事 （包括诗歌） 素材库的材料进行重新编纂， 从

而产生的复合型或者模块式文本， 易似凑泊之作， 正如我们在老子传记或屈

原传记中所见的那样。
将体量较大的文本素材库缩减为篇幅较小作品的做法亦灼然见诸他处。

“论语” 这一标题据说是对孔子弟子从其记下 （“记”） 的孔子言谈 （“论”）
中选出名言语录 （“语”） 的反映。② 此外， 《史记》 记述， 孔子除了采删

《诗经》， 还 “因史记作 《春秋》”， “约其文辞而指博”。③ 这段文字的另一

个版本亦可见于 《史记》， 描述得更为详细： 孔子 “论史记旧闻”， “约其辞

文” “去其烦重”， 口授 “不可以书见” 的文辞。④ 其后， 左丘明据说 “因
孔子史记具论其语”，⑤ 编成 《左氏春秋》。 与之相似， 铎椒为楚威王 （公元

前 ３３９—公元前 ３２９ 年在位） 傅， 认定 “王不能尽观 《春秋》”， 于是 “采取

成败”， 创作了 《铎氏微》。⑥ 同样， 如前所述， 虞卿 “上采 《春秋》”， “观
近势”， 创作了 《虞氏春秋》。⑦ 吕不韦在编撰 《吕氏春秋》 时， 也是 “删
拾 《春秋》”。⑧ 进一步而言， 正如司马迁所述， “荀卿、 孟子、 公孙固、 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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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耆夜》， 参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壹）》，
中西书局 ２０１０ 年版， 第 ６７ ～ ６８、 １５０ 页。 中国学界近年广泛讨论哪个版本 《蟋蟀》 年

代更早， 关注二者之间的生成源出关系， 但我认为源自同一文本素材库的材料存在判然

有别的具现方式， 它们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两种而已。
参见 《汉书》 卷 ３０ 《艺文志》，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 年版， 第 １７１７ 页 （“ 《论语》 者， 孔子应

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 当时弟子各有所记。 夫子既卒， 门人相

与辑而论纂， 故谓之 《论语》。” ———译注）。 “孔子的弟子编纂了 《论语》” 这一故事毫

无疑问是一种理想化的叙述， 但最新的研究确证了 《论语》 是体量巨大的 “孔子格言”
的节选本， 很可能编纂于公元前 ２ 世纪中叶。 参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ｕｎｔｅｒ， Ｓａｙｉｎｇ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Ｄ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Ｐｈ Ｄ ｄｉｓｓ ，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２；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ｕｎｔｅｒ，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ｅｃｔｓ， Ｌｅｉｄｅｎ： Ｂｒｉｌｌ， ２０１７。
《史记》 卷 ４７ 《孔子世家》，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１９４３ 页。
《史记》 卷 １４ 《十二诸侯年表》，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５０９ 页。
《史记》 卷 １４ 《十二诸侯年表》，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５１０ 页。
《史记》 卷 １４ 《十二诸侯年表》，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５１０ 页。
《史记》 卷 １４ 《十二诸侯年表》，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５１０ 页 （“虞卿上采 《春秋》，
下观近势， 亦著八篇， 为 《虞氏春秋》。” ———译注）。 它稍异于 《史记》 卷 ７６ 《平原君

虞卿列传》 中的文辞。
《史记》 卷 １４ 《十二诸侯年表》，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５１０ 页 （“吕不韦者， 秦庄襄

王相， 亦上观尚古， 删拾 《春秋》， 集六国时事， 以为八览、 六论、 十二纪， 为 《吕氏

春秋》。” ———译注）。 请比较 《史记》 卷 ８５ 《吕不韦列传》 中的不同描述，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２５１０ 页 （“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 集论以为八览、 六论、 十二纪，
二十余万言。 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 号曰 《吕氏春秋》。” ———译注）。



非之徒， 各往往捃摭 《春秋》 之文以著书， 不可胜纪”。①

要之， 以上这些叙述都认为文本形成乃部分创作加部分编纂的结果， 并

且都一致性地使用了 “采” “删” “拾” “去” 这类词汇， 亦即通过对较大

素材库的缩减来构塑文本。 在这种文本生产观中， 我们看不到司马迁在 《史
记》 别处强调的那种受到个人经历和情感驱动的作者模式。

七

将创作表述为编纂， 深刻动摇了文本的稳固性， 因为它令文本的起始点

不再可见。 它也动摇了作者身份本身， 正如人们一再注意到的那样， 对中国

先秦文本而言， 事实上几乎每一篇文本的作者身份都极为脆弱， 聚讼纷纭。
除了最狂热的传统主义者外， 鲜有学者会假定先秦哲学著作出自单一作者之

手。 正是在文本流动性这一背景下， 《汉书·艺文志》 主要围绕作者来谋篇

布局就颇畟然了， 这是将文献目录的秩序与区分强加在一份更加冗杂的文本

遗产上。 也正是在相同背景之下， 我们会注意到 《史记》 作出了有关作者

身份的最为坚定的一些表述， 以更激进的方式扩展了司马迁对孟子、 荀子、
韩非、 虞卿的描述：

昔西伯拘羑里， 演 《周易》； 孔子厄陈蔡， 作 《春秋》； 屈原放逐，
著 《离骚》； 左丘失明， 厥有 《国语》； 孙子膑脚， 而论兵法； 不韦迁

蜀， 世传 《吕览》； 韩非囚秦， 《说难》、 《孤愤》； 《诗》 三百篇， 大抵

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 不得通其道也， 故述往事，
思来者。②

这段文字出自 《史记》 末卷 （卷 １３０） 《太史公自序》， 它的另一个版本

见于仅在晚出文献中流传的名篇 《报任少卿书》。 在这两份文本中， 司马

迁将著书描述为对个人苦难的直接回应， 这可能从根本上反映了他遭受

皇帝摧残的经历， 但或许更重要的是， 这是将文本与作者相系的最有力

的纽带。 也就是说， 创作是个体对监禁、 饥馁、 流放、 残毁等肉体和生

存折磨的情感反应。 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宣扬真相、 表露真情，③ 也没有什

么比这更能将文本及其意义植根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 司马迁在为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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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孔子立传时， 采用了此种悲剧模式，① 他在其余任何地方都未曾以类似

的力度论及作者的命运与写作动机， 并让作者以相似的情感来自我言

说。
前文称引的一些文段可谓与此相应和， 只不过措辞没有那么极端。 在司

马迁对孟子、 荀子、 韩非和虞卿的描述中， 有一个特定的主题似乎发挥了主

要作用， 这便是个体亟须受到认可， 但却未能如愿。 《孟子·滕文公下》 提

及孔子曰： “知我者其惟 《春秋》 乎！ 罪我者其惟 《春秋》 乎！”② 那些在

其所处时代未获认可之人转而著书， 这些著作最终有望得到后人更广泛的接

受。 请注意前文所述的管子、 晏子与商鞅的传记， 司马迁自称先见其著书，
后才究其生平、 言行是否与之合一， 他甚至认为商鞅之文确证了他为何 “卒
受恶名于秦”。

《史记·孔子世家》 载有一则轶闻， 后亦见诸 《孔子家语》， 描述了孔

子习琴之事：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 十日不进。 师襄子曰： “可以益矣。” 孔子曰：

“丘已习其曲矣， 未得其数也。” 有间， 曰： “已习其数， 可以益矣。”
孔子曰： “丘未得其志也。” 有间， 曰： “已习其志， 可以益矣。” 孔子

曰： “丘未得其为人也。” 有间， （曰） 有所穆然深思焉， 有所怡然高望

而远志焉。 曰： “丘得其为人， 黯然而黑， 几然而长， 眼如望羊， 如王

四国， 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 师襄子辟席再拜， 曰： “师盖云 《文王

操》 也。”③

此处的观点是个体借由对艺术作品的感知与鉴赏， 可发见作品的原初之

“志” （ｐｕｒｐｏｓｅ）， 最终甚至能直探作者个性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④ 这也是司马迁

为管子、 晏子和商鞅立传的切入点， 并进一步构成了他评价孟子、 荀子、 韩

非、 虞卿等作者的基础。 他能经由这些作者的文学活动追溯其 “志”， 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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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详析了屈原与孔子如何在 《史记》 中被建构为作者， 参见 ［美］ 柯

马丁： 《〈史记〉 里的 “作者” 概念》， 杨治宜、 付苏译， 李纪祥、 ［美］ 柯马丁主编：
《史记学与世界汉学论集续编》， 台湾唐山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 第 ２３ ～ ６１ 页； 关于孔子的

情况， 亦可参见 Ｍａｒｔｉｎ Ｋｅｒｎ， Ｋｏｎｇｚｉ ａｓ Ａｕｔｈ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Ｈａｎ， ｉ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ｕｎｔ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ｒｔｉｎ
Ｋｅｒｎ ｅｄｓ ，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ｅｃｔｓ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
Ｌｅｉｄｅｎ： Ｂｒｉｌｌ， ２０１８， ｐｐ ２６８ － ３０７。
杨伯峻译注： 《孟子译注》，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０ 年版， 第 １４１ 页。
《史记》 卷 ４７ 《孔子世家》，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１９２５ 页。
《孟子·万章上》 在谈论 《诗经》 阐释 （“说 《诗》”） 时， 表达了相似看法： “不以文

害辞， 不以辞害志 （ｐｕｒｐｏｓｅ）。 以意逆志 （ｆｒｏｍ ｏｎｅ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ｎｅ ｔｒａｃ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ｔ），
是为得之。” （杨伯峻译注： 《孟子译注》，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０ 年版， 第 １９９ 页） 但它最终并

未迈向发现作者自身。 “以意逆志” 的 “志” （ ｉｎｔｅｎｔ） 尚不清楚是否指代有别于诗歌一

般意义的作者意图 （ａｕｔｈｏｒｉａｌ ｉｎｔｅｎｔ）。



些 “志” 又源自这些作者的现实生活经历。 然而， 最明确体现这点的还是

司马迁 “太史公曰” 对孔子与屈原的评论， 他们二人堪称司马迁在志向、
德行、 创作方面树立的主要典范：

余读孔氏书， 想见其为人。①

余读 《离骚》、 《天问》、 《招魂》、 《哀郢》， 悲其志。 适长沙， 观

屈原所自沉渊， 未尝不垂涕， 想见其为人。②

司马迁的反应既满怀情感， 又颇为程式化。 其核心是作者而非文本， 他们凭

借强而有力、 真情实感的表达， 昭示了本真的自我。 进而， 作为作者的司马

迁就至关重要了， 他反过来将其自身显示为敏锐过人的读解者与立传者， 在

更普遍意义上而言也是孔子式的史家。 因此， 与阅读屈原之作时的情况一

样， 司马迁常常被所读之作深深打动———他曾多次表示 “未尝不废书而叹”
甚或 “而泣”。③ 司马迁对先秦作者的反应和描述， 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

强烈情感的程式化表达。 有鉴于此， 我们完全有理由追问： 究竟在多大程度

上， 司马迁对作者与文本的刻画， 与其说行使了追求真相的史学记载的功

能， 毋宁说是体现了一种可能受其自身经历形塑的个人选择？ 《史记》 对先

秦文献的记述并不均衡且高度不完整， 它不构成对中国早期思想、 文本与作

者世界的可靠导引。 《史记》 并未充分呈现大量文本遗产， 而表现出对某些

特定作者模式的青睐， 这些作者模式反映了司马迁的自我认知。 司马迁笔下

的荀子、 孟子、 屈原等作者皆为例证， 孔子的形象尤为如此， 他是 《史记》
描绘的最为重要的作者， 也是代表司马迁自身作者身份的终极典范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ｍｏｄｅｌ）。④

（责任编辑： 张梦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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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史记》 卷 ４７ 《孔子世家》，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１９４７ 页。
《史记》 卷 ８４ 《屈原贾生列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２５０３ 页。
《史记》 卷 １４ 《十二诸侯年表》，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５０９ 页 （“未尝不废书而叹

也” ———译注）； 《史记》 卷 ２４ 《乐书》，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１１７５ 页 （“未尝不流

涕也” ———译注）； 《史记》 卷 ７４ 《孟子荀卿列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２３４３ 页

（“未尝不废书而叹也” ———译注）； 《史记》 卷 ８０ 《乐毅列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２４３６ 页 （“未尝不废书而泣也” ———译注）； 《史记》 卷 １２１ 《儒林列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３１１５ 页 （“未尝不废书而叹也” ———译注）。
参见 《史记》 卷 ４７ 《孔子世家》，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１９０５ ～ １９４７ 页；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Ｗ
Ｄｕｒｒａｎｔ， Ｔｈｅ Ｃｌｏｕｄｙ Ｍｉｒｒｏｒ：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Ｓｉｍａ Ｑｉａｎ， Ａｌｂａｎｙ：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５，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 ａｎｄ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２； Ｍａｒｔｉｎ Ｋｅｒｎ， Ｋｏｎｇｚｉ ａｓ Ａｕｔｈ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Ｈａｎ， ｉ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ｕｎｔ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ｒｔｉｎ Ｋｅｒｎ ｅｄｓ ，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ｅｃｔｓ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 Ｌｅｉｄｅｎ： Ｂｒｉｌｌ， ２０１８， ｐｐ ２６８ － ３０７。


